
新书荐评

浙江工业大学方英教授
的专著《文学空间批评》近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版。该书是2017年立项的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
也是一部系统讨论文学空间
批评的著作。

该书结合哲学、地理学、
社会学、诗学、心理学等多学
科空间理论，在梳理空间意
义发展脉络和“空间转向”的
基础上，开展多向度的跨学
科文学研究，由此提出“文学
空间批评”这一研究领域，并
重点讨论了该领域的几个话
题：文学空间批评的特点与
方法，空间与权力、空间与存
在、空间与意识形态、空间与
性别、空间与伦理、文学的空
间模式等，初步完成了该研
究的理论建构。该书具有前沿性
和创新性，为文学研究引入了新
理论，探索了新视角和新路径，得
出了不少新发现，拓展了文学研
究的领域。

该书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
文学批评特色。首先，以马克思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
理论指导，坚持空间辩证法和文

学批评的历史语境。其次，坚持
以亨利·列斐伏尔为代表的马克
思主义空间观，认为空间是生产
性、社会性、建构性、多元性、流动
性的。再者，在理论建构和文本
批评中，整合并运用了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路易·阿尔都塞、雷
蒙·威廉斯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的理论。

理论周刊·新论重要窗口

社科论衡
村志是体现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重

要文本，在乡村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和独
特价值。1981 年，衢州江山市凤林镇白
沙村开始编纂《白沙村志》，历经 10 年完
成并出版，成为中国首部公开出版的村
志。2004 年 10 月 10 日，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到该村考察，认真翻阅《白沙
村志》，并对编纂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村志一方面
记录了乡村振兴的成果，另一方面其对传
统经验的记述又能为乡村发展提供借鉴。

做好村志的编纂和传播

明代学者龚用卿说：“志，记也。记其
事以为鉴，史之流也。天下之有志，犹国
之有史。”地方志是中国历史的传统记述
方式之一，与史书、家谱构成了系统的历
史记述体系。村志，是地方志里的“最小
单位”。村志虽小，“五脏俱全”，它全面记
述了乡村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的发展情
况，可谓是“乡村价值”全方位、多角度的
承载者、展示者。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
博物馆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时强调，要
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
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
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

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做好村
志编纂工作，一方面离不开深入的调查研
究，另一方面离不开群众的自觉参与。
习近平同志在白沙村调研时就指出，“农
民搜集资料，专家当主编，‘土洋’一结合，
村志成书了”。新时代推动村志编纂工作
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采取知识分子和
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方式，这也是村志编纂
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科学方法论。

村志不仅是静态的志书文本，还应有
丰富的传播方式。近年来，浙江积极推进
各级方志馆特别是村志馆的建设，在建设
中聚焦“活态”概念，形成基于中华文化自
觉、原住民广泛参与、专业部门指导、反映
乡村生活方式、可延续的村志馆建设模
式。比如，白沙村村志馆以“中国村志第
一村”为符号，集中展示了本村历史和村
志文化的内容。又如，杭州萧山区衙前镇
凤凰村结合衙前农民运动与乡村发展成
就，编纂出版《凤凰村志》，并把村志内容
搬上手机端，成为“全国首部掌上村志”。

发挥村志的文化动能

修志是为了用志。习近平同志考察
白沙村时深刻阐释了村志的功能。他指
出：“几千年来，国有史，家有谱。不过，家
谱毕竟是一家一族的文化，而村志则不
同，它能反映全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
面貌，又有与全体村民休戚相关的人和事
的记载，最起码的存史作用是很大的啊！”

在笔者看来，村志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
功能。存史方面，村志通过对一地历史客
观史料的系统纂述，使传统史事、生产方
式、生活形态、先贤事迹、文化典籍等得以
保存；资政方面，村志对地方治理具有现
实作用；教化方面，村志以潜移默化的方
式对地方文化和民众行为方式进行塑
形。如今，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推进，凝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乡村发展经验的村
志，在其中发挥了赋能乡村经济、助推乡
村善治、激活乡村文化的独特作用。

赋能乡村经济。习近平同志对白沙
村提出“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
里去”。这既是对《白沙村志》编写内容的
指导，也是对白沙村整体搬迁工作的肯
定，同时也为白沙村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据《白沙村志》记载，白沙村原处仙霞
山中，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为实现村民
稳定脱贫，2002 年该村整体搬迁到现
址。当地党委、政府选择符合当地特色、
市场环境、自然地理条件、农户主观意愿
以及市场需求的产业，作为扶贫主导产
业。村民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兴办各类
企业，形成了稳定的收入结构。白沙村作
为一个移民安置村，因修志而闻名全国，
也因修志凝聚民心，促进乡村经济良性发
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村志不仅是保存乡
村历史成就和发展经验的载体，也为乡村
经济发展注入了发展动能。

助推乡村善治。志书的功用之一便是
风评人物、教化百姓。村志保存着一个村

庄的“根”与“魂”，记述了一个村庄的文化传
承与治理经验，内在蕴含着以文化治理促
进乡村良治的功能。村志通过教化功用，
在干部群众中树立以勤廉贡献为荣、贪腐
落后为耻的风气，为乡村德治凝聚文化力
量，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
善治体系。比如，白沙村在乡村治理中，规
范推进村务公开，每年公布村里财务收支；
聘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担任村务议员，总
结吟唱《村务议员五字经》，对村务和村干部
进行监督；每年春节期间进行一次全村大
合影，群众戏言参加合影人数的多寡是村
干部评价的“晴雨表”⋯⋯《白沙村志》对这
些都作了详细记载。

激活乡村文化。乡村文化是传统文
化的生命家园，有着深厚的底蕴。村志中
既有对村落基址、祠堂民居的描绘，也有
对民风习俗、乡情乡韵的记录，还有对村
规民约、家风家训的叙述，是乡村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村志的编纂与传承，促进
了乡村文化的振兴。比如，白沙村深入挖
掘村志文化的内涵价值，切实把中华优秀
乡训、村规民约等融入村民生活；以建设

“中华村志第一村”为抓手，高标准建设村
志馆，全面展示村庄的历史与现状；深入
推进社科项目实施，积极参与中国地方志
指导小组办公室发起的中国名村志丛书
编纂工作，《白沙村志》于2024年12月入
选第八批中国名村志丛书名单。

【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副研究员、衢
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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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伟志全集》（25 卷本）出版后，很多人问：“这一千万
字是怎样写出来的？”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有 65 年，发表
了近千万字的文章不算多。扣除“不宜动笔”的年代，能写
出一千万字也不能算少。写，是奉实践之命、书本之令而
行的。那时间呢？

说起写作的时间，是同我这个人不会生活有关。我是
用“三少”换来了一个“多”，时间多。

少一点拉扯。我是用别人串门的时间来写作的。有
人说，不“跑部”就不能前进，不串门不会成“亲信”，不会被
重用。我怕成亲信。不过，我怕成亲信的动机是消极的，
主要是担心随着重用而来的是被利用。利用来干好事，是
荣幸；利用来干不该干的事，就难以自拔。我出于观察社
会的需要，与不同立场的人切磋，与不同阶层的人琢磨，但
都不是亲密无间，而是“亲密有间”。“亲密有间”有一个缺
点：说话没人听。不过，这里有个价值考量：是怕“说话没
人听”呢，还是怕“文章没人看”？我更怕后者，不计较“说
话没人听”。“亲密有间”还有一个更大的缺点：欠下的人情
太多，我内疚，深深地内疚。但我坚持“秀才人情纸半张”，
对恩人、对引路人用“纸半张”来表达，送“纸半张”比送 2
斤酒要雅。我对待很多老领导，在他们风光时我不吹捧，
在他们逝世后我再忙也要为他们写挽联、写纪念文章。我
大约为 20 多位老首长写过纪念文章。卫生员、理发员、驾
驶员、炊事员、饲养员、电话接线员、机要员、警卫员等“八
大员”对我多有帮助，有或大或小的恩情，在他们健在时或
辞世后我都写赞扬他们的文章。

少一点扯皮。劳而无怨，我是用别人以牙还牙的时间来写作的。写
文章有个准则：有的放矢。“矢”一放，就难免引发“的”出来说“不”。有人
一听“不”字就跳，甚至是睚眦必报。我不是。我认为与其花工夫扯皮，
不如用这个宝贵时间从更广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多写点东西。“谁人背后
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再说，有人说“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关心、
激励，有时比说“诺”更可贵。就是人家的“不”不对，那也会促使自己谨
慎、谦虚、发奋。何况很多“不”也有合理成分。还有些“不”，是误会。要
知道，误会是戏剧性的翻版。没有误会就没有多彩的人生。“日久见人
心”，不去纠缠，久了也能“见人心”。不用说，人间不扯皮是不大可能
的。古人云：“仁者忍人所难忍，智者方能度世深。忍字高悬心自静，世
间纷扰不沾身。刀光剑影皆能忍，方显英雄本色真。”忍一事，少一事，方
能多一文。我的人生哲学是“与人无争，与世有争”，只愿为天下事多建
言，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教导，只为“指点江山”而“激扬文字”。

少一点娱乐。我是用别人打牌、看球、跳舞的时间来写作的。汉代是
“足球”（当时称蹴鞠）极兴盛的时期。我的出生地距离汉高祖的出生地只
有二三十公里。在我幼年时，村与村、乡与乡仍有赛足球的风俗。但是，母
亲和外祖父怕我乐不思“书”，不让我出门，把我关起来看书、背书。因此，
我身上的文体细胞极少。很多球星、明星无人不知，我不知。卡拉 OK 刚
引进来时，我为了知道什么是卡拉 OK，去过两次，后来就“OK”了，与之

“拜拜”了。少娱乐并非没有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书中有乐，学到
新知是乐，释疑解惑是化苦为乐。

此消彼长，没有那三方面的“消”就没有写作时间的“长”。熟悉我的人
知道，我浑身上下没穿过名牌，饭桌上少不了大葱大蒜，没有什么美食，常
常是十来分钟就吃好一顿饭。家里的摆设也很简单，不必花时间整理。我
这个从山坳里走出来的穷苦人，牢记《后汉书·马援传》里的“穷当益坚”，
坚持认为，只有生活简单化，才能换得知识复杂化。再加上，1977 年我在
北京与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一墙之隔，常与华罗庚所长见面，向他讲起
1958 年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他讲运筹学的科普文章。在他教导下
开始晓得一些农民套种、夹种的道理，最终就是用这 60 多年的时间炮制出
了《全集》的这些已发表的文字。其实，除此以外，还有 200 万未曾发表过
的文字没有收进去。

我今年87岁了，仍坚持“晨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尽管“春蚕”已经变
成爬不动的“老蚕”，只要没死，就要为科学、为社会继续贡献几根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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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专家说

早在 2006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便提到了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
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
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王阳明的学说和主
张。从文化角度看阳明学的文化意义，这
是我们今天重新了解阳明学的一个重要维
度，因为阳明学既是一种哲学思想，同时也
是一种文化传统。阳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密不可分，阳明学的兴起与发展与当时中
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有着密切关联。从
理论系统看，阳明学有着浓厚的文化意识、
文化担当和文化精神。以下从三个方面略
谈阳明学的文化意义。

阳明学的文化意识

“文化”一词，含义丰富而复杂。在中
文中，文化一词源自《周易》“观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这句话。这里的“文”特指“人
文”，与“天文”相对而言。文化就是指人
类存在及其活动的方式，内容涉及政治、
经济、思想、宗教、道德、艺术等各方面，因
而文化往往表现出地域民族、时代社会、
行为方式乃至价值观念的特性。孔子开
创的儒学是一套文化体系，内含丰富的人
文精神和重要的价值观念。

发轫于 16 世纪的阳明学，充分汲取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学思想，在继承创
新中国心学传统的基础上，王阳明得以形
成自己的心学思想。这表明阳明学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也只有在中国传统文
化的土壤中才会凝聚出阳明学的思想学
说。也就是说，王阳明对心学问题的思考
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主要包
含孔孟开创的儒家思想文化。从阳明学
的理论出发，就会发现心学不仅是一种哲
学，更是一种文化，故有必要从文化的角
度来思考阳明学的思想意义。

阳明心学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特别

是孟子的心学传统，同时对于唐宋已深
入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佛教道教的思想
智慧也有充分汲取，对中国化的佛教以
及中国本土的道教不是一味排斥，而是
从文化接受的态度出发，对其思想作一
番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成为建构阳明心
学的有益营养。当然在文化传承等方
面，阳明学的文化意识仍然是以儒学为
主，从总体看，阳明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种理论创新。这种创新之所以可
能，根源就在于阳明学有着基本的儒家
文化意识。

也正由此，阳明学是一种儒家文化的
思想形态，而不是儒释道三教的混合形
态，儒家文化构成了阳明学的思想主体，
同时这一主体性思想又有多元性的表
现。王阳明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叫作“厅
堂三间”之喻，在三间厅堂当中，儒学占据
正堂，佛道两教分居左右两间厅堂，三家
共同构成一个屋檐，但正堂的地位仍然属
于儒家。这就可以看出，儒家作为主体，
可以包容佛道两家。这正是儒家文化多
元一体的生动表现。

如果单从哲学的立场出发，由于预设
不同，儒释道三家就不免发生冲撞，但从
文化的角度看，由于佛道两家根据自身与
人为善的思想学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
着“人文化成”的意义，而阳明心学无疑将

“人文化成”当作自身的核心关怀、最高目
标。故而阳明学对佛道两教的容纳吸收
正反映出阳明学的一种开放精神，这一精
神在晚明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得
到充分展现，也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多元
一体的发展。

阳明学的文化担当

阳明学的文化意识具体展现为“担
当精神”。这里所说的“担当”，具体指基
于文化意识的社会担当。在历史上，儒
学向来被认为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
经世致用意味着儒学从来不是脱离社会
的玄思妙想，而是着眼社会现实的实践
之学。用阳明学的术语来讲，实践之学
表现为“事上磨练”。这里的“事”在广义
上就是指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生活，其中
也包含实际的个人心态以及人心意识所
投向的“物”。

按照阳明学的“心即理”“物即事”的
一套理论，一方面，人的身心离不开外在
事物；另一方面，外事道理又必然投射在
人的心性活动当中。也正由此，人的道德
行为及身心实践必然在“事事物物”上得
以落实。在阳明学看来，脱离人心活动而
向外物寻求物理的行为，不免有舍本逐末
的嫌疑。这种心学理论看似过于强调心
灵意识的主体性，而忽略了客观道理对人
心的正面作用，比如，读书明理既可增进
知识，同时也可端正心态。然而在阳明学
看来，道理的存在须通过人心的活动才能
呈现其意义，知识的增长也唯有通过正确
的身心状态才能展现其价值。事实上，理
论或知识虽然客观存在，如同外在世界是

一种实在一样，但如果脱离了人的活动，
那么外在世界将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
可言。

重要的是，人的活动总是与人心状
态有关，而人心往往有双重性，既内含道
德意识，又指一般的认知意识，这些意识
活动对人心走向具有决定性作用。若就
人心本质而言，人心受良心的本质规定，
良心表现为善良的意识、意向或意志。
阳明学的核心概念良知一般被解释为良
心。由于良知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故良
知必然是大家拥有的普遍存在，这种普
遍 性 的 良 知 就 可 以 成 为 社 会 伦 理 的
规范。

不仅如此，根据心学理论，良知更是
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共同体正常运
作的根源所在。尽管在思想史上，良知
主要是指个人性的善良意志或道德意
识，然而经过阳明学的理论推衍，良知不
仅是个人性的道德意识，而且是一种“同
是非”“公好恶”的社会性道德意识，因此
良知象征着伦理秩序、社会秩序。近代
社会从西方引进的“社会公德”论，其实
在阳明学当中已有关注，尽管说法各有
不同，然在实质上都强调社会的有序运
作有赖于社会良知的力量，而这种社会
性良知得以确立的基础又在于所有社会
成员个人道德的增长。

毫无疑问，阳明学以确立个人性道德
为基础，目标则在于重建社会的道德秩
序，从而使社会文明的发展立足于人的全
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承担起建
设社会良俗秩序的责任，而且这种担当是
根源于人心良知的义务。

阳明学的文化精神

大家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
上，存在一种精神性传统，叫作“道统”，即
圣人之道的传统。这一传统由来甚久，历
史上可以追溯到孔孟直至尧舜。但是从
尧舜到孔孟长达数千年，这一传统何以得
到绵延不断的传承？按理学家的道统论，
儒家道统主要依赖“心传”（朱熹语）。这
里的“心”不是指具体的人心，而是指一种
绵延不绝的精神性存在。王阳明说过“圣
人之学，心学也”，断定“心学”是贯穿儒学
历史的命脉，故儒家道统也唯有依靠心学
得以传承。这是阳明学的道统观，体现的
主要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统。

结合阳明学的良知理论来看，良知
理性的个人性发展最终必然指向关乎人
与社会的文化建构，因为良知不仅是一
种知识，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体现。文
化精神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必需的，而文
化精神不能是空泛的，依阳明学的看法，
一个社会的文化建构有赖于人的良知精
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文化
精神具体表现为每个人的良知精神。反
过来说，良知精神又体现为社会的文明
发展。

从理论到现实、从知识到实践、从人
心到社会，存在一个互为转化的过程。在

此过程中有一个关键性因素不可忽略，就
是社会每一个成员在内心中都必然存在
道德理性的良知，由良知理性才能成功转
化个人的道德，而个人道德的改善才能成
功转化整个社会的道德。因此良知理论
虽重在道德主体的个人转化，但更为重要
的显然是如何转化社会的文明状态以及
推进社会的文化建构。

自宋代新儒学开创了一套被称为“道
学”的思想理论以来，道学家就有一种自
觉的社会担当意识，叫作“以斯道觉斯民”

（程颐），就是“以道觉民”的意思。贯穿整
个宋明儒学思想运动的核心关怀，可用

“以道觉民”一语来概括。在阳明学的时
代，“道”的观念发生了内在化的转变，被
内化为良知，而良知就如同天理一般的普
遍存在。基于这一理论设定，阳明心学家
普遍认为良知就是社会公道的象征。

根据《明史》记载，王阳明开创心学
之后，出现了“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的思想现象。那么，阳明学何以在晚明
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段内，发生了如此深
远的思想影响？究其原因，这与阳明心
学推动良知理论世俗化、平民化的社会
转化有着密切关联。在阳明学看来，良
知不仅在理论上构成“乾坤万有”的根
基，而且在现实中发生于“日用常行”的
过程中，因为良知必然在日常生活中体
现自身。这一良知学说以通俗化的语言
方式，得以在士人及庶民阶层广泛流
行。因为一个人不能逃乎天地之间，更
不能抽身于伦理社会之外。作为社会的
具体存在，人的良知成为推动社会秩序
重建的动力。所以对阳明心学而言，“以
道觉民”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广大民众中
推动良知实践。

正是基于良知即人之本心同时又是
社会存在这一信念，王阳明强调良知具
有“当下具足”而又“万古一日”的普遍性
特征。由此，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在
日常生活中落实良知的实践。阳明学在
晚明社会之所以有迅速扩展，根本原因
在于阳明学良知理论不仅是一种哲学理
论系统，更是一种“思想文化”系统，其中
贯穿着以传承儒学命脉、勇于社会担当
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文化精神。可以说，
传承文化的使命感在王阳明开创的心学
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认识到这一
点，我们就可理解阳明学何以会表现出

“文化意义”。
总之，从文化的视域看，阳明学显然

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一种传统形态。文化
传统有其自身的生命力，现代中国文化的
建构需要传统文化的加持，传统与现代之
间不应是阻断的而应是连续的。因此儒
家文化、阳明文化在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
过程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面向传统、立
足现代、接续文化，以使传统文化得以创
造性转化，这应当是当今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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